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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黃宗羲的養民觀（二） 

    對黃宗羲來說，民生的照顧不只在於授田而已，國家向百姓所徵求的賦

稅與徭役，超出百姓所能負荷的範圍時，等於剝奪百姓的生存權益。黃宗羲

經歷明亡的不幸，以三代作為檢視的標準，嚴厲批判明末的賦稅問題，期望

在授田的基礎上，規劃出合理的賦役制度，進一步地保障民生權益。本章的

研究主體，放在黃宗羲對於賦役問題的看法與解決之道，繼而分析他的意見，

在傳統與當代思潮裡，是具備獨特的見解，亦或是充滿盲點？ 

第一節  養民的延伸－－輕賦役 

一、民生困苦的壓力來源 

    明世宗嘉靖以來，邊境多事，軍費不斷的增加，為了彌補軍事支出的不

足，開始對民間加派。而萬曆皇帝貪財好貨，屢派稅使四出擾民，「行貨有稅

矣，而算及舟車，居貨有稅矣，而算及廬舍，米麥菽粟、饔餐也而稅，雞豚

肉食也而稅，耕牛驘驢、一畜產而稅」1，這些濫徵的稅目，重困農工商賈。

到了崇禎皇帝即位以後，除了萬曆以來的遼餉，又添加了剿餉與練餉的加派。

日漸無力的國防以及皇帝的貪婪，納稅人的壓力越來越沉重，貪官污吏復又

從中斂財，對於民間「水旱災傷，一切不問」2，百姓對於明室的信任和支持，

因此崩潰。但是到了南明階段，這樣的情況仍就持續，黎民黔首被迫付出物

資、錢財和衣食，卻得不到任何生命、財產、安全的保障，官府與軍方依舊

不斷地竭盡民脂民膏，將百姓生死拋諸腦後3，有識者莫不痛心疾首。 

    除了加派與濫徵造成賦稅沉重，一條鞭法的推行，改變了賦稅的方式，

也讓許多人感到難以適應。一條鞭法的徵稅方式，完全以銀繳納，免除了親

身應役的麻煩，但也提高了貨幣的重要性。為了得到白銀，單純的農民必須

投入市場交易中，犧牲農產價格，飽受銀錢比價的虧損，方能換取白銀順利

完稅，結果一年辛苦所得，所剩無幾，催征加派又來，小農身無長物，如何

換取白銀？此外，一條鞭法沒有指標性的徵收總額，就算田賦可以固定，但

是每年的人口變動不一，併入田畝中的丁銀也就得以任意更動，讓官方有機

                                                 
1 谷應泰，〈礦稅之弊〉，《明史紀事本末》下冊：卷 65，頁 703。  
2 黃宗羲，《子劉子行狀》上，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15。  
3 黃宗羲，〈錢忠介公傳〉，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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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從中橫派4，無形中增加稅捐的負擔，百姓亦莫可奈何。 

    此外，賦稅沉重使民無法負荷，連帶影響到土地問題。自隋、唐開始，

江南便成為賦稅收入的主要地區。到了明代，蘇州與松江二府，往往被視為

賦稅最重之區，該區的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供歲不足，則賣而鬻女。

又不足，然後不得已而逃」，因為無法承受重稅，棄地逃亡成為了常態的現象，

結果兩地「徒有重稅之名，殊無徵稅之實」，對於國家賦稅收入毫無幫助，但

已民不聊生5。得田有如重禍加身，寧願離鄉背井，也不願死守土地家園，這

樣的情況到了明末，幾成普遍的現象，非江南所獨有，當農民付出一年辛苦

所得，仍無法應付賦稅所需，除了逃離，別無他法。但是將土地拋荒或是賤

賣後，有錢有勢者皆得趁機兼併土地6。換言之，賦稅問題不解決，不僅民生

難以安樂，土地兼併的問題也永難消失，連帶影響國家財政的穩定，即使授

田與民，也無法讓百姓得以安然度日。 

    這些情況皆令黃宗羲感到痛心，為此發出悲憤之鳴：「天下之害民者，寧

獨在井田之不復乎7！」對黃宗羲而言，老天爺將百姓的教養之責，託付於君

主，君主能夠授田養民，讓百姓藉由土地耕作而衣食無缺，才有資格收取田

賦，得到百姓的供養，倘若「民買田而自養，猶賦稅以擾之」，則是不仁的行

徑8。但是後世之君，非但不能盡到授田養民之責，反而巧立名目，橫征暴斂，

使民無以自養9，百姓如何甘心臣服其下，「係之以王」10？君主本應養民，

卻成為萬民公敵，使民無以為生，黃宗羲感嘆有君不如無君，不僅道出了君

主制度的缺失，為自己所經歷的時代悲劇，下了無奈的註腳，同時也體認到

賦稅對於民生的影響甚鉅，其重要性不在授田之下，因此黃宗羲認為賦稅問

題勢必要有所整頓，否則百姓永無寧日。 

    黃宗羲檢討明代的賦稅結構，認為是制度本身出了問題，才會讓軍費拖

垮國家財政，讓官方有加派的機會，然後讓百姓飽受重賦之苦，讓明朝陷入

衰亡的命運。但是黃宗羲認為這樣的結果，不獨是明室治國無方，亦是歷代

相沿已久的積弊所造成，若能回歸三代先王立法的本意，庶幾可以解民倒懸。

在他看來，「斯民之苦暴稅久矣，有積累莫返之害，有所稅非所出之害，有田

                                                 
4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下，頁 398。  
5 顧炎武，〈蘇松二府田賦之重〉，《日知錄》卷 14，頁 300-302。  
6 趙靖主編，《中國經濟思想通史》第四卷，頁 1869。  
7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田制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4。  
8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學校》，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11。  
9 黃宗羲，《破邪論‧賦稅》，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03。  
10 黃宗羲，《破邪論‧賦稅》，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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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無等第之害」11，若能將這三大問題加以解決，配合授田之策，百姓必能

過著安和樂利的日子，重返三代先民無憂無慮的生活。 

二、賦役的弊端與改革方式 

（一）積累莫返之害  

    黃宗羲出身於浙東，對於江南賦稅之重，有相當的了解，就稅率而言，

黃宗羲認為東浙田土貧瘠，生產微薄，加上徵收銀米火耗，實際上所徵稅收

是「十而取三」；三吳的田地較為肥沃，但是交付的漕糧銀米，「大略十取五

六，而力役不與焉」。對於這樣沉重的負擔，黃宗羲相當的不滿，他認為「古

之田自上授之，而稅止什一，今之田民所自有，而稅且至半」，黃宗羲不由得

感嘆「何不幸而為今之民也」12。然而，在此重賦之下，「民既無以為生，則

隱避催科，詭計百端，并亦難乎其為上矣」13，最後的結果，不僅是百姓失

去了財產，君主亦無法從百姓身上收到賦稅，換來的是雙輸的局面。 

    黃宗羲認為江南的重賦乃是因循亂世苟且之術所致： 

今天下之財賦出於江南，江南之賦至錢氏而重，宋未嘗改；至張士誠

而又重，有明亦未嘗改。故一畝之賦，自三斗起科至於七斗，七斗之

外，尚有官耗私增。計其一歲之穫，不過一石，盡輸於官，然且不足14。 

    所謂「因循亂世苟且之術」，黃宗羲指的是後世承襲過往的積弊，沿用高

額的稅則，以為常態，或為挾怨報復，不願恢復合理的稅率，結果一代因循

一代，不斷累加。此外，除了正賦以外，又別增簽派，後代又將之沿襲下來，

                                                 
11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田制三》，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6。  
12 黃宗羲，〈滕文公問為國〉章，《孟子師說》卷 3，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

一冊，頁 80。  
13 黃宗羲，《破邪論‧賦稅》，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03。  
14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田制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4。
關於錢氏，唐末五代，錢鏐崛起於兩浙，後梁初，受封為「吳越國王」，子孫襲之，統理當

地八十年，履興土木，士卒並嗟，又以進際為由，重徵虛稅，北宋相沿，至南宋方輕。參

看薛居正，〈世襲列傳〉第二，《舊五代史》卷 133，收入於《傳世藏書‧史庫‧二十六史》

編纂委員會編，《傳世藏書‧史庫‧二十六史》第十冊（海口：海南國際出版中心，1996），

頁 488-491；以及脫脫，〈食貨上〉二，《宋史》卷 174：志 127，收入於《傳世藏書‧史庫‧

二十六史》第十一冊，頁 1381。元末動亂，張士誠據蘇州，朱元璋久攻數年始下，遷怒當

地百姓附寇，「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簿為稅額」，復又因浙西土地肥沃而

增賦，有一畝稅至二、三石者。因張士誠而重稅之事，參看侯家駒，〈明清兩代蘇、松二府

田賦沿革〉，《中華文化復興月刊》20：03（台北：中華文化復興運動推行委員會，1987：
03），頁 44；以及張廷玉等撰，〈食貨‧二〉，《明史》卷 78：志 54，收入於楊家駱主編，《新

校本明史并附編六種》第四冊，頁 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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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百姓面臨的賦役項目越來越多，到了難以負荷的階段，不是隱避催科，

就是面臨破產喪家的不幸。對黃宗羲而言，這即是「積累莫返」之害。 

    黃宗羲認為，「三代之貢、助、徹，止稅田土而已。」但是到了魏晉之時，

賦稅的內容起了變化，「有田者出租賦，有戶者出布帛，田之外復有戶矣」。

而唐代施行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

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戶之外復有丁矣」15。原本只有田賦而已，後世卻

又衍生出戶口、丁身之賦，之後楊炎（727-781）推行兩稅法，雖不見租、庸、

調之名，實際上「併庸調而入於租也」。到了宋代，「未嘗減庸、調於租內，

而復斂丁身錢米，後世安之，謂兩稅，租也，丁身，庸、調也，豈知其為重

出之賦乎？使庸、調之名不去，何至是耶！」黃宗羲因此批判楊炎的兩稅法

「利於一時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至於明代，「兩稅、丁口而外，有力

差，有銀差，蓋十年而一值。」嘉靖末年，陸續推行一條鞭法： 

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糧、存留、起運之額，均徭、里甲、土貢、

顧募、加銀之例，一條總徵之，使一年而出者分為十年，及至所值之

年一如餘年，是銀、力二差又併入於兩稅也。未幾而里甲之值年者，

雜役仍復紛然。其後又安之，謂條鞭，兩稅也；雜役，值年之差也，

豈知其為重出之差乎？使銀差、力差之名不去，何至是耶！ 

    兩稅法將庸、調併入田賦中，但未幾又別增丁身錢米之費。一條鞭法將

所有的賦役合併，復又另增雜派，因此黃宗羲也批判一條鞭法「利於一時者

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爾後萬曆年間的舊餉、新餉，以及崇禎年間的練餉

也都一並納入田賦當中，加上其他差役，百姓已無力負擔。黃宗羲認為如果

當初沒有推行兩稅法，保留各項稅目名稱，百姓不會一再被蒙蔽，額外承擔

原已納入兩稅中的賦役，因此黃宗羲認為「至今日以為兩稅固然，豈知其所

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並且感嘆：「稅額之積累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無

幾矣16。」 

    此外，黃宗羲認為養民之法以授田為根本，君主能向百姓徵收的也只有

田賦而已，後世人主不能授田養民，已是不該，豈得為了他用而任意加賦？

因此黃宗羲讚許漢武帝，「度支不足，至於賣爵、貸假、榷酤、算緡、鹽鐵之

事，無所不舉，乃終不敢有加於田賦者」，但這畢竟是少數的例子，往後的情

況往往是不斷加賦，如滾雪求般，越滾越大： 

兵興之世，又不能守其什一者，其賦之於民，不任田而任用，以一時

                                                 
15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田制三》，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6-27。 
16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田制三》，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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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制天下之賦，後王因之。後王既衰，又以其時之用制天下之賦，

而後王又因之。嗚呼！吾見天下之賦日增，而後之為民者日困於前17。 

    對黃宗羲而言，後世君主不能授田養民，田賦的存在，已是不仁之政，

又別增戶口、丁身之稅，更是不該，併於一條，以為便民，卻又另增簽派，

根本就是剝削百姓。而田賦徵收的多寡，應當依據百姓能夠負擔的範圍來訂，

而非按照國家用度的需求分攤，更不應當以非常時期的稅額以為常態，遇事

再行加稅，如此疊加，後世百姓何以為生？黃宗羲認為這些都是因循亂世苟

且之術，必須要還原根本之道： 

今欲定稅，須反積累以前而為之制。授田於民，以什一為則，未授之

田，以二十一為則。其戶口則以為出兵養兵之賦，國用自無不足，又

何事於暴稅乎18！ 

    在黃宗羲的規劃中，以授田與否決定稅則的高低，授與百姓的田土，經

過方田，每畝皆得上田之利，因此可以比照三代九等之賦，以上上為則，收

取什一之稅；而民所自有之田，不能縷分區別，只能「總其大勢，使瘠土之

民不至於甚困而已」，因此「以下下為則，下下者不困，則天下之勢相安」。

但是對黃宗羲來說，「王既不能養民，使民自養，又從而賦之，雖三十而稅一，

較之於古亦未嘗為輕也」19，所以即使漢代曾經推行三十取一，以下下為則，

黃宗羲都不甚認同，對於後世動輒十取其三，甚至十取其五，自然視為虐苛

人民之事。 

    就黃宗羲而言，過去千里之國和今日的郡縣大小相似，所收的賦稅甚至

達不到十之一，但是用度尚無不足，而現在京師收取全國將近十九的賦稅，

卻一天到晚憂心稅收不夠20，黃宗羲認為這是相當可笑之事，而且「封建變

為郡縣，茍處置得宜，以天下而養一人，所入不貲」，「漢氏三十而稅一，未

見其不足也」21，因此黃宗羲認為民田徵稅，必當以下下為則，才符合古代

養民的精神。但是有人質疑三十取一會導致國用不足，所以黃宗羲折衷以二

十取一作為民田徵收的基本稅則。 

    至於兵興之世，軍費匱乏，「不免以重歛責小民，宿逋既誅，見征必盡，

又督及來年之預征」22，然而朝廷徵收了大量的錢糧，仍不敷軍需消耗，還

                                                 
17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田制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3。  
18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田制三》，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7。  
19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田制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3。  
20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田制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4。  
21 黃宗羲，〈二十而取一〉章，《孟子師說》卷 6，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

冊，頁 146-147。  
22 黃宗羲，《子劉子行狀》上，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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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運用各種方式來增加財政收入，結果不僅民生無暇照顧，國庫依舊空虛： 

正項不足，繼以雜派，科罰不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切不問。

其他條例紛紛，大抵輾轉得之民手，為病甚於加賦。以若所為，欲

求國家有府庫之財，不可得矣23。 

    百姓之苦，並不在於君主是否授田養民，或是使民自養又以賦稅擾之；

重稅困民，也不是因為朝廷一開始就訂定十而取三或十而取五的稅額；而是

因為軍事國防的虛耗，導致加派不斷，催征又急，讓百姓疲於籌措錢糧，甚

至因此破產喪家，結果卻換來「竭天下之力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

軍以搏一戰，而戰無日」24，所以黃宗羲雖然期望只稅田土，但為了解決軍

費問題，還是得讓戶口丁身承擔出兵養兵之賦。 

    為了軍需用度，導致「徵發之不暇，賦歛之無度」，黃宗羲認為這是因為

「兵民太分」所致，他以戰國時代為例，秦、趙、燕三國和匈奴相鄰，秦國

志在滅取六國，趙與燕努力抗秦，但三者皆有餘力和匈奴相抗，不曾求取外

援，這要歸功於封建體制下，「兵民不分，君之視民猶子弟，民之視君猶父母，

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所謂力役之徵者，不用之於興築，即用之於攻守」。然

而封建改為郡縣之後，兵民一分為二，「分兵民則不得不以民養兵，以民養兵

則天下不得不困」25。換言之，黃宗羲認定明室滅亡之主因在於養兵之累，

惟有解決「兵民太分」的問題，才能避免同樣的情況再度發生。 

    黃宗羲認為，正因為「兵民太分」，所以衛所制度終究失敗，必須招募軍

伍，衍生出養兵的問題。衛所制度原本是和軍屯互為表裡，「一鎮之兵足守一

鎮之地，一軍之田足贍一軍之用」，有事出征，無事耕田，閒暇時講習武事，

軍隊糧餉不必仰賴國家供應。但是軍戶的身分乃為世襲，年老後無力作戰與

耕田，又不得轉為民戶，反而成為軍隊的負擔。而能夠耕戰者漸少，軍伍衰

減，只得召募客兵來補充軍隊人數，朝廷必須給付「安家、行糧、馬匹、甲

仗費數百萬金」，屯糧不足的部分，則「益之以民糧，又益之以鹽糧，又益之

以京運」，原有的軍戶加上召募的軍隊，全部都由國家供養，黃宗羲感嘆「兵

分於農，然且不可，乃又使軍分於兵，是一天下之民養兩天下之兵也」。而且

召募來的軍伍，往往「得兵十餘萬而不當三萬之選」，浪費不少資源去養無用

之兵26。 

    除了養兵之費外，輪值漕運輸輓以及入京班操的軍隊，往往兼領月糧與

                                                 
23 黃宗羲，《子劉子行狀》上，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15。  
24 黃宗羲，《子劉子行狀》上，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15。  
25 黃宗羲，《留書‧封建》，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一冊，頁 5-6。  
26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兵制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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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糧，是「一人兼二人之食」，另外： 

一邊有事則調各邊之軍，應調者食此邊之新餉，其家口又支各邊之舊

餉。舊兵不歸，各邊不得不補，補一名又添一名之新餉，是一兵而有

三餉也27。 

    一兵兼多餉的問題普遍存在，重複領取增加軍用的支出，邊關又經常浮

報兵額，浮報而得的兵餉往往不是用到士卒身上，而是由地方到中央的文武

官員冒餉吞沒，甚至連實額的兵餉也侵吞，造成士卒無以為生而逃亡，缺額

不報，繼續侵吞，造成更多的浪費28。 

    軍隊的所有支出，全部仰賴百姓的供給，其中又有許多部分是不必要的

浪費和不當貪污，為了養兵，百姓連溫飽的需求都不可得，黃宗羲對此相當

不能諒解，「天下之民不耕而待養於上，則天下之耕者當何人哉」？黃宗羲反

對軍隊坐食百姓的供給而不事生產，為了解決「兵民太分」造成養兵的負擔，

黃宗羲主張： 

天下之兵當取之於口，而天下為兵之養當取之於戶。其取之口也，教

練之時五十而出二，調發之時五十而出一。其取之戶也，調發之兵十

戶而養一，教練之兵則無資於養。如以萬曆六年戶口數目言之，人口

六千六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六，則得兵一百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七

人矣；人戶一千六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六，則可養兵一百六萬二千一

百四十三人矣。夫五十口而出一人，則其役不為重，一十戶而養一人，

則其費不為難；而天下之兵滿一百二十餘萬，亦不為少矣。王畿之內，

以二十萬人更番入衛，然亦不過千里29。 

    入衛者來自於京師所屬的郡邑，其他的省份不用參與，黃宗羲以定都金

陵（南京）為例，當地人口若有一千五十萬二千六百五十一人： 

得勝兵二十一萬五百，以十萬各守郡邑，以十萬入衛，次年則以守郡

邑者入衛，以入衛者歸守郡邑，又次年則調發其同事教練之兵。其已

經調發者則住糧歸家，但歸聽教練而已。夫五十口而出一人，而又四

年方一行役，以一人計之，二十歲而入伍，五十歲而出伍，始終三十

年，止歷七踐更耳，而又不出千里之遠，則為兵者其任亦不為過勞。 

    如此一來，「國家無養兵之費則國富，隊伍無老弱之卒則兵強」，能夠解

                                                 
27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兵制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9-30。 
28 劉宗周，〈兵餉議〉，收入於戴璉璋、吳光主編，《劉宗周全集》第三冊下（台北：中央

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頁 1090。  
29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兵制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31。  



- 106 -  黃宗羲（1610-1695）經濟思想之探究 

決「兵民太分」的問題，人主欲求富國強兵，指日可待30。 

    黃宗羲以戶口作為出兵養兵之賦，他認為「凡人膂力不過三十年」31，

因此設定服役三十年，最適合的年紀定在二十歲至五十歲，每五十人取二名，

平常教練不違農時，不會妨礙生計，因此無需供養。輪番應役，每十戶供應

一人之需，負擔也不會過重。三十年之間，只需應役四次，無論人力或物力

都不致消耗殆盡，得以免除不當的浪費，百姓亦可不必為了供養軍隊而承受

重稅之苦。 

    除了養兵之累，黃宗羲認為定都燕京（北京）也是造成百姓賦稅沉重的

原因。燕京的位置「孤懸絕北，音塵不貫，一時既不能出，出亦不能必達」，

外患多在北方，屢遭威脅，一旦有事，要逃至南方亦不容易，「上下精神敝於

寇至，日以失天下為事，而禮樂政教猶足觀乎」？最終仍不免以身殉國的悲

劇發生，相較於江南富庶，禮樂昌明，黃宗羲認為沒有道理定都在易受外患

威脅、政教漸衰的燕京，將精華之地交付地方官治理，然後為了保衛屢遭威

脅的燕京，讓「江南之民命竭於輸輓，大府之金錢靡於河道」32。就黃宗羲

而言，燕京的地理位置不能發揮國防機能，影響到政治安定，必須耗費更多

的資源於帝都的防衛上，結果「都燕二百餘年，天下之財莫不盡取以歸京師」，

導致東南之民力竭，民心崩潰33。因此黃宗羲主張建都金陵，除了考量國家

安危外，也可免除江南百姓漕運輸送之苦，節省國防經費，減輕百姓的賦稅

負擔。 

（二）所稅非所出之害  

    有關「所稅非所出之害」，黃宗羲把改革的目標指向貨幣稅取代實物稅的

問題，關注的對象設定在依賴土地生產為生的農民身上，考量其賦稅的便利

性，反對以銀納稅。黃宗羲認為： 

古者任土作貢，雖諸侯而不忍強之以其地之所無，況於小民乎！故賦

穀米，田之所自出也；賦布帛，丁之所自為也。其有納錢者，後世隨

民所便，布一匹，直錢一千，輸官聽為九百，布直六百，輸官聽為五

百，比之民間，反從降落。是錢之在賦，但與布帛通融而已。其田土

之賦穀米，漢唐以前未之有改也，及楊炎以戶口之賦併歸田土，於是

                                                 
30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兵制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32。  
31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兵制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31。  
32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建都》，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0。  
33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兵制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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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帛之折於錢者與穀米相亂，亦遂不知錢之非田賦矣。 

    黃宗羲以遙遠的三代作為理想社會的範本，在賦稅方面，希望能夠「只

稅田土」，免除不必要的賦稅項目，而徵收的內容上，也主張「任土作貢」，

土地生產什麼，就繳納什麼，對黃宗羲而言，這是最適當的賦稅方式。而後

世徵調布帛，雖是百姓自行編織，畢竟每戶人家不見得都栽種桑棉，所以黃

宗羲能夠認同用銅錢代替布帛，「隨民所便」。但是兩稅法施行以後，田賦改

以銅錢繳納，聖王「任土作貢」的良法美意不再，貨幣納稅的情況漸增，對

黃宗羲而言，這是百姓另外一種苦難的開始。因為從宋代開始，由於銀價低

廉，加上為了隨民所便，凡可折色的租賦，改以折銀；但是到了明代後期，

除了漕糧以外，盡數折銀，而非隨民所便，即使想以銅錢來代銀也不行，黃

宗羲對此難以茍同，頗有微詞： 

以錢為賦，陸贄尚曰：「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以為不可，而況

以銀為賦乎！天下之銀既竭，凶年田之所出不足以上供，豐年田之所

出足以上供，折而為銀，則仍不足以上供也，無乃使民歲歲皆凶年乎？

天與民以豐年而上復奪之，是有天下者以斯民為讎也34。 

    黃宗羲以陸贄（754-805）之語批駁兩稅以錢納賦，不徵本色，是增加農

民的困擾。而明代一條鞭法以昂貴短少的白銀作為賦稅繳納之用，在銀錢比

價的波動下，農民即使將一年辛苦所得皆投入市場交易，恐怕都不敷納稅所

需，導致民生更加困頓。而且北方土壤貧瘠，少有豐年，光是應付正糧便已

相當吃力，攤丁入畝後，田賦加上丁銀，根本無力負擔，而且窮鄉僻壤之處，

商貿不盛，如何求銀？導致有土地者極欲把土地脫手讓出，但結果不僅「賣

無所售」，甚至「白與人亦無肯應承者」，最終只能將土地拋荒35，黃宗羲對

此不由得感嘆： 

秦開阡陌，井田盡廢，此一變也。自秦以至於唐，取於民者，粟帛而

已，楊炎兩稅之法行，始改而徵錢，此又一變也。自明以來，又廢錢

而徵銀，所求非其所出，黃河以北，年豐穀賤，而民轉溝壑，又一變

也。經此三變，民生無幾矣36。 

    黃宗羲極力反對「所稅非所出」，他的理由大致可分為三點；第一，「古

                                                 
34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田制三》，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8。  
35 葛守禮，〈與姚畫溪方伯論田賦〉，《葛端肅集》卷 1，收入於陳子龍、徐孚遠、宋徵璧等

編，《皇明經世文編》第十七冊：卷 278，頁 645。  
36 黃宗羲，〈滕文公問為國〉章，《孟子師說》卷 3，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

一冊，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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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徵貴徵賤，以粟帛為俯仰。故公上賦稅，有粟米之征、布縷之征是也」37。

古代人主、諸侯不忍強求百姓所無之物，所以只徵用田畝所出與民力能致的

粟帛，以免增加百姓不必要的負擔，黃宗羲認為這是一種仁德的表現；而後

世君臣徵用錢財，從「隨民所便」到強制徵銀，捨民所有徵民所無，不僅失

去了古人體恤百姓的用心，也失去了最初便民的用意，而且「田野之氓，不

為商賈，不為官，不為盜賊，銀奚自而來哉」38？根本就是為難只會耕田的

農民，黃宗羲以古非今，堅決反對以任何貨幣作為徵收田賦的給付方式，要

求回復三代的聖王之制，授田與民，「量人之力，任土之宜；非力之所出則不

征，非土之所有則不貢」39，讓百姓過著沒有負擔和壓力的生活。 

    第二，黃宗羲認為以白銀繳稅，農民勢必得將粟帛投入到市場販售，才

能換取貨幣。然而「穀帛本充衣食，分以為貨，勞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

截之用」40，不僅在交易過程中造成許多浪費，這些農作物和加工品還會受

到市場價格的影響而損其價值，如此一來，農民必須投入更多的人力物資才

能換得足夠的稅金，以至於出現豐年之田不足以上供的窘況，民間困乏已極，

財政收入仍然短缺，倘若徵收實物，便可不受貨幣和物價波動的影響，「物甚

賤而人之所出不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不減」41，不會因為折算的問題，導

致民間和官方有任何的損失。 

    第三，在明末清初的士人文集當中，幾乎一面倒向反對以銀徵稅，雖然

有部分士人未必反對折色，認為可以因地制宜，「遠京者折色，近京者本色；

難運之方折色，易運之方本色」42，或是「通都大邑行商麕集之地」得以折

色，舟車不至，商貿不興則「令盡納本色」43，但原則上都主張收取實物，

不得已才徵錢。士人們反對徵銀的最主要原因，咸在於認為「銀力竭」。以黃

宗羲的角度來看，黃宗羲認為宋、元時代雖有以金銀交易，然而宋代未以金

銀為正供繳納，元代白銀使用較為普及，但與鈔相輔，折鈔不折銀，也允許

民間開採金銀礦藏，所以都未有白銀短少的情況發生。而明初雖禁金銀交易，

但自條鞭推行後，「鈔既不行，錢僅為小市之用，不入貢賦」，一切的賦稅市

                                                 
37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財計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36。  
38 顧炎武，〈以錢為賦〉，《日知錄》卷 15，頁 325-326。  
39 陸贄，〈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請兩稅以布帛為額不計錢數〉，《陸宣公奏議》卷 12，收
入於權德輿編，《陸宣公文集》（台北：西南書局，1973），頁 108。  
40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財計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36。  
41 陸贄，〈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請兩稅以布帛為額不計錢數〉，《陸宣公奏議》卷 12，收
入於權德輿編，《陸宣公文集》，頁 109。  
42 李塨，《瘳忘編》，收入於廣文書局編，《顏李叢書》第三冊，頁 1187。  
43 顧炎武，〈錢糧論〉上，《亭林文集》卷 1，收入於《顧亭林詩文集》，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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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單用於銀，白銀的需求大增，可是朝廷禁止民間開採銀礦，宦官監督開

採銀礦，也多送入大內，讓皇帝中飽私囊，結果： 

二百餘年，天下金銀，綱運至於燕京，如水赴壑。承平之時，猶有商

賈官吏返其十分之二三，多故以來，在燕京者既盡泄之邊外，而富商、

大賈、達官、猾吏，自北而南，又能以其資力盡斂天下之金銀而去。

此其理尚有往而復返者乎44？ 

    白銀的需求量增加，但是來源不足，而上繳到中央的白銀，又難以回流

到民間，軍事頻仍後，加派不斷，民間白銀消耗大增，白銀愈加彌足珍貴，

導致投機份子囤積居奇，白銀更顯短少，這是黃宗羲認為「銀力竭」的原因，

然而： 

銀力已竭，而賦稅如故也，市易如故也。皇皇求銀，將於何所！故田

土之價，不當異時之什一。豈其壤瘠與？曰：否。不能為賦稅也。百

貨之價，亦不當異時之什一，豈其物阜與？曰：否。市易無資也。當

今之世，宛轉湯火之民，即時和年豐無異也，即勸農沛澤無益也45。 

    由於賦稅徵銀，連帶使民間貿易也著重白銀，但是白銀在民間的流通數

量少，通貨緊縮的結果，造成物價不斷下跌，引發整體經濟蕭條。然而「人

力之作為有限」，物價低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力不給」46，光是

應付貢賦已筋疲力盡，如何顧及自己與家人溫飽？因此黃宗羲認為以錢賦

稅，古人早有非議，以銀納稅更是不可，無異是把百姓逼上絕路，所以黃宗

羲期待「聖王者而有天下，其必任土所宜，出百穀者賦百榖，出桑麻者賦布

帛，以至雜物皆賦其所出，斯民庶不至困瘁爾」47！ 

    黃宗羲反對「所稅非所出」，不只是要求田賦徵實而已，也反對以田賦承

擔力役和養兵。對黃宗羲而言，君主授田養民，百姓因此回報君主田土之所

出，不應把其他的賦役加諸在田賦當中。再者，黃宗羲主張「稅其所出」，除

了田賦徵實，各項賦役也應當出自於人力之所為，不應以徵銀代替。所以黃

宗羲才會主張出兵養兵之賦，由戶口承擔，同時也作為差役的徵調來源，反

對僱役。 

    黃宗羲主張差役皆以戶口為政，但是「盛世之編戶，非戶戶而編之也，

必閱其有丁有力能充賦役者，而後著之於籍。辨其貴、賤、老、幼、廢弱者，

                                                 
44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財計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37-38。 
45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財計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38。  
46 陸贄，〈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請兩稅以布帛為額不計錢數〉，《陸宣公奏議》卷 12，收
入於權德輿編，《陸宣公文集》，頁 108。  
47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田制三》，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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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五者皆籍所不書，賦役不籍焉」48。差役的對象，主要來自於有丁有力之

戶，貴、賤、老、幼、廢弱不與焉，讓貧賤者得以免除不必要的負擔，其他

登錄於籍者，皆須應役；但是五十取二的兵役，並非人人皆須當兵，和差役

的情況有所不同，選取的標準何在，誰該當兵，是否不需再承擔其他賦役？

黃宗羲則未多做說明。 

    對黃宗羲而言，國家所需的物力與人力，皆當直接徵調，不需要透過白

銀輾轉調度，百姓出其所有，最為方便，又何必徵其所無，徒增困擾。「稅其

所出」不僅便民，另一方面，黃宗羲認為恢復差役，鄉里居民不敢互相刁難，

欺負同儕鄰居，不若僱役者，表面上替官府奔走服役，久之卻假借官威，仗

勢欺人、假公濟私49，成為社會不安的來源。但是黃宗羲也不得不承認，恢

復差役，難免會有富民為求免役，出現賄賂官府、攀附權貴的現象，然而這

樣的不法情事，該如何解決，主張有治法才有治人的黃宗羲，不以法制來規

範，轉而期待地方官的犧牲奉獻，以私財調停歲用不足之處，免除不必要的

差役，使民安心力耕，避免富戶違法50。這樣的做法，是否會增加地方父母

官的負擔？黃宗羲未多做考量，治法對黃宗羲來說，似乎是規範主政者的行

為，而非約束民眾的行為，百姓能否守法，端看牧民者的教化能力如何了。 

（三）田土無等第之害  

    上一節已提過，黃宗羲認為田土不分等第，卻徵收一樣的稅額，致使「不

毛之地歲抱空租，亦有歲歲耕種，而所出之息不償牛種」，連賦稅都難以應付

了，何況求得一家老小的溫飽？所以黃宗羲主張按照土壤肥瘠來方田，每畝

土地的大小，依據土質沃度來決定，使土壤貧瘠之地，能夠獲得較大的面積

來輪耕，獲取上田之利，不必擔心地力逐年衰退，收穫減少。如此一來，家

家戶戶便能承擔得起國家賦稅，不僅國家收得到賦稅，百姓也能安居樂業，

自然能夠天下太平。 

    黃宗羲的方田法有其盲點在，前文已提，不再贅述，但是黃宗羲的方田，

每畝大小不一，一畝設為一號，就徵稅上來講，有其用意，不僅是為了方便

徵收，也為了避免在徵稅過程中有不法之事發生。 

    黃宗羲認為： 

                                                 
48 黃宗羲，〈有布縷之征〉章，《孟子師說》卷 7，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

冊，頁 162-163。  
49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胥吏》，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42。  
50 黃宗羲，〈王訥如使君傳〉，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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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古之賦稅，以田為母，以人為子。人有去來，而田無改易。故履畝

而稅，追呼不煩。今之賦稅，以戶為母，以田為子，田既錯雜，而戶

復出入。故按籍而徵，稽考甚難。今總不能如古八家同井之法，顧田

有號數，一號或千畝，或數百畝，則何不以一號當一井，立為號長，

按號而催科，使號長董其稅事？凡有七便：詭奇之術窮，一也；飛灑

之路絕，二也；厥田上上至於下下，九等不得挪移，三也；胥吏無從

上下，四也；丈量既定，不可增減，五也；十年編審，止在業主，田

號不動，六也；有司按籍而索，完欠井然，權不旁落，七也。較之按

戶催征，知戶而不知田者，相去懸絕矣。 

    黃宗羲對於田賦的問題相當關心，田賦稅額的高低、徵收內容以至於徵

收的方式，都有規劃。黃宗羲認為力役和兵役倚賴人丁，自當徵自戶口，田

賦來自於田土所生，應當按地而非按戶徵收，地主可能會和官府勾結，隱匿

土地數量，不肯實報，導致部分土地可以逃稅，若是按號催科，每筆土地皆

能課徵，也可避免貧戶「產去稅存」的問題，國家可以明確掌握田賦收入，

民間也不敢違法亂紀，勾結胥吏任意轉嫁賦稅。然而黃宗羲認為「此不過催

科便於有司，吾誠不敢以養民者，望之後世，但使兩稅之法，復於前代，徵

其田土所自出，不以銀為事，庶幾民得以自養耳」51。 

    對於黃宗羲而言，改革田賦徵收的方式，只是「便於有司」，而非養民之

道，但某一方面而言，黃宗羲其實也是希望透過改革，確立制度，讓官府與

民間都能有常規可循，避免橫生枝節。只是他忽略了，制度本身沒有好壞，

能否發揮效用，端看人民是否信守或違背。黃宗羲主張「以田為母，以人為

子」，其實和魚鱗圖冊的精神相同，但是魚鱗圖冊仍難避免被玩法弄權的命

運，讓有心之人得以逃漏稅。官民不守法，實難有完好的制度存在，黃宗羲

提出徵收田賦的方式，和明代原有的制度差異不大，根本也無須另立名目，

重點在於如何維護制度的正常運作，避免違法的亂象發生。但是對於魚鱗圖

冊所衍生的弊端，黃宗羲沒有任何的檢討，如何能確保他所提的徵收方式，

不會重蹈覆轍？黃宗羲妄想替後世立下治國大法，卻忘了他只是凡人，會有

思考的盲點，他的提議對於當時的問題都不見得能加以解決，又何以自信所

言有益於後世？ 

                                                 
51 黃宗羲，《破邪論‧賦稅》，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03-204。《破
邪論》成書於《明夷待訪錄》之後三十餘年，黃宗羲的記憶難免有所脫誤，先是主張一畝

為一號，後又以為一號或千畝、百畝，單位錯亂，所幸無礙於了解黃宗羲的思考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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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賦役改革的認知 

一、對於三代賦役的解讀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錄》中談及三代之時「只稅田土」，後世方有戶口、

丁身之稅；但是在《孟子師說》裡，黃宗羲依據《周禮》所言，闡釋三代的

粟米、力役與布縷之征，比之為唐代的租、庸、調52。然而，租、庸、調課

稅的依據，並不相同，將粟米、力役與布縷之征，比附為租、庸、調，其實

有違「只稅田土」的意涵。 

    原始田賦的內涵，未必限於田土之所出，亦有可能視需要徵求人力、物

力。對於遠古時代的人而言，賦役的產生皆源自於授田而來，不是因為戶口、

丁身的存在而設，百姓擁有土地，才有承擔賦役的義務。但因古人制度簡約，

粟米、力役、布縷之征，皆屬田賦，只是依照實際需要徵調不同項目53，所

以孟子才會說：「有布縷之征，粟米之征，力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

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離」54；倘若有併徵的情況，就是重覆徵稅

了。 

    宋元之際的馬端臨（1254-1323），在其所著《文獻通考》裡，提到三代

以來的賦稅演變，總結而論： 

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不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

兩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不常，而賦之重者已不

可復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葉是也。 

    對馬端臨來說，「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不可易之法，三代之貢、助、徹，

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但是唐代後期，均田制度開始動搖，

官方不再授田，無田之人卻得承擔和富者同樣的庸、調，馬端臨認為這種現

象並不公平，因此當兩稅代租庸調而起，以貧富為課稅依據，馬端臨給予楊

炎相當正面的評價，即使在他心目中，兩稅法不是最為理想的制度，但是以

畝定稅，不再依戶口而稅，不僅能夠消除賦稅不公的弊端，對他而言，至少

也符合「視田而賦」的精神55。 

                                                 
52 黃宗羲，〈有布縷之征〉章，《孟子師說》卷 7，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

冊，頁 162。  
53 陳登原，《中國田賦史》，（北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 19-26。  
54 〈盡心下‧二十七〉，《孟子》，收入於謝冰瑩等編譯，《新譯四書讀本》，頁 658。  
55 馬端臨，〈田賦考三〉，《文獻通考》卷 3，收入於《傳世藏書‧史庫‧文獻通考》編纂委

員會編，《傳世藏書‧史庫‧文獻通考》第一冊，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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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端臨所謂「賦稅必視田畝」，和原始田賦的意義已有出入，不再考量賦

稅與授田的義務關係，而是針對賦稅公平的問題，當土地仍被視為財富的主

要來源，馬端臨認為應當依據土地的有無來徵稅，沒道理讓無產的窮人和有

產的地主承擔相同的負擔，而兩稅法的改革，以土地做為課稅的依據，不再

向戶口徵賦，馬端臨才會將之視為救弊良法。 

    然而，馬端臨所稱揚的兩稅法，在黃宗羲眼中卻是後世百姓痛苦的根源，

是造成加派不斷的禍首。黃宗羲寧願以戶口來承擔差役與兵役，也不願由田

畝來承擔各項賦役的支出，這不僅和馬端臨「視田而賦」的主張大異其趣，

甚至和孟子的看法也差異甚遠，為了將自己的立場合理化，黃宗羲認為三代

的力役與布縷之征對百姓而言負擔並不重，所以「竝用之而無害」56，因為

這樣的解讀，所以黃宗羲不反對將田賦與差役、兵役並存，對他而言，「只稅

田土」的意義在於田賦的單純化，反對將其他的稅目併入田賦當中，並且強

調「稅其所出」才能真正減輕百姓的負擔。 

    原始田賦，是伴隨授田而來的義務，因應實際需求的不同，向百姓徵調

人力或物資，黃宗羲雖然主張恢復井田，但是在賦稅制度上，他卻沒有遵循

古制，縱然他嚮往「只稅田土」的單純，欲返積累之前的狀態，但是在田賦

之外，另設兵役與差役，就孟子的角度來看，有違「用其一，緩其二」的精

神，就算以授田作為前提，對照三代的情況，仍屬重複徵稅，百姓的負擔未

必言輕。 

    為了反對一條鞭法造成田賦過重，以及加派不斷，黃宗羲主張以戶口作

為出兵養兵之賦，要求恢復差役。為了強化自己的立場，所以他強調三代之

時，就算力役與布縷並徵，也不會造成百姓任何壓力與負擔。對黃宗羲而言，

在歷史演變的過程中，似乎只有田賦過重的問題，沒有力役擾民的問題，因

此黃宗羲主張恢復差役和兵役都是為了減輕田賦的負擔，並非就差役或兵役

的內容加以改革。黃宗羲認為將一切稅目併入田賦，並折以金錢納稅，對百

姓而言是相當大的負擔，但是親身應役，卻不會造成民眾的麻煩。然而王夫

之卻不如此認為，在他眼中，三代之民「無歲不征，無年不戰，死傷道殞，

復補伍於一井之中」，經常「死亡流離於鋒矢之下」，而且： 

君行師從，卿行旅從，狩覲、會盟、聘問、逆女、會葬，乃至遊觀、

畋獵，皆奔走千百之耕夫於道路，暑凍暍痿、飢渴勞避而死者，不知

                                                 
56 黃宗羲認為孟子所言「君子用其一」之語，係針對亂世所發之言論，但比對《孟子》的

論述，實難論定有這層涵義，應是黃宗羲個人的解讀。黃宗羲，〈有布縷之征〉章，《孟子

師說》卷 7，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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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幾，而築成、穿池、營宮室、築苑圃之役不與焉。 

    正因為三代之民是如此的奔波辛勞，王夫之才會稱讚唐代以折絹代役的

庸法，讓人民減少親身應役的麻煩，換得更多的時間精力於生計上57。一條

鞭法改革初衷，即是針對役法擾民的問題而來58，黃宗羲對此問題，卻一概

不論，就算他知道恢復差役可能也有弊端發生，他也不認為是制度的問題，

為了遷就田賦的改革，似乎其他的問題都不算是問題了。 

    此外，王夫之雖然認為井田制度沒有重新復活的條件，但他認為井田不

失為治天下的良方： 

其始也以地制夫而夫定，其後則唯以夫計賦而不更求之地，所以百姓

不亂而民勸於耕。後世之法，始也以夫制地，其後求之地而不求之夫，

民不耕則賦役不及，而人且以農為戒，不趨而折入於權勢姦詭之家而

不已，此井田取民之制所以為聖王之良法，後世莫能及焉59。 

    在此，王夫之看重的是井田制度的徵稅方式，他認為給予百姓土地耕作，

再按戶口徵收百畝之賦，「地雖闢而賦不溢，若其荒廢而賦役不減」，百姓因

為無法規避賦役，便會珍惜土地的擁有，努力耕作不敢懈怠，亦不敢任意將

土地「拋荒魯莽、投賣強豪、逃匿隱漏」，不僅可以免除土地兼併的問題，百

姓也因此安土重遷，達到穩定秩序的功效，「民有餘而無逋欠，歲入有恆，量

入為出，亦無憂國用之不給也」60。 

    王夫之認為井田制度是一種統治手段，授田與民後，「以夫計賦」，不僅

能勸民力耕，並可達到穩定秩序的效果。但是黃宗羲主張「履畝而稅」，論調

和王夫之大異其趣，這是因為黃宗羲相信古代的一切制度，都是聖王為公眾

的利益所創設，不是為自己的私欲而制定。所以黃宗羲對於賦役的認知，不

在於控制人民，亦非加諸痛苦於百姓身上，他相信以田為母，能夠解決「產

去稅存」和隱匿、轉嫁土地不報的問題，遂將之合理化為三代的制度。然而，

考諸史實，「履畝而稅」乃是春秋中葉以後的產物，主要是為了因應井田制度

沒落而出現的新稅制，從田不從戶，認田不認人61，因此土地得以自由買賣，

農民得以轉業。至於井田制度下，封建主對於人民的掌控是完全的，人民不

得隨意離開所授的土地，如果沒有努力耕作生產，「凡宅不毛者，有里布。凡

                                                 
57 王夫之，〈唐高祖〉九，《讀通鑑論》上冊：卷 20，頁 676-677。  
58 梁方仲，〈一條鞭法〉，收入於《梁方仲經濟史論文集》，頁 45-46。  
59 王夫之，《噩夢》，收入於《船山全書》第十二冊，頁 551。  
60 王夫之，《噩夢》，收入於《船山全書》第十二冊，頁 552。  
61 陳登原，《中國田賦史》，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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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不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62，個人或

戶口皆會因為怠惰而受到罰責；因此，在井田制度下，王夫之所謂「以夫計

賦」，是符合當時狀況的。黃宗羲縱然嚮往井田制度，但是井田畢竟難以還魂，

面對現實問題，無形之中，仍得借鏡於三代以後的經驗，「履畝而稅」本是井

田沒落後的產物，並非三代的制度，時間上雖然也算貼近，只是被賦予新的

意涵，當作解決賦稅弊端的方法，能否視為「托古」，也頗令人玩味。 

二、賦稅的意義與用途  

    在農業社會裡，田賦是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但是黃宗羲認為人民買田自

養，君主卻向人民徵收賦稅，是一種不仁的行徑，因為君主沒有盡到授田養

民的職責，何以向百姓徵收田土之稅？在黃宗羲眼中，田賦存在的前提，理

當是君主授田於民，倘若沒有授田，就不應收取田賦。這樣的邏輯，無疑把

君主當作地主，田賦當作地租，地主沒有給佃耕者土地，佃農亦無需給予地

租。然而，田賦的意義並不是地租，地主出租土地，然後收取地租，土地所

有權是地主的，而地租也可以全數花費在個人身上；至於田賦的徵收，是作

為國家用度的支出，其中包括供養皇帝的費用，並非全是君主私人的收入，

土地所有權也不盡然在君主的手中。 

    在上古時代，統治者掌握了全部的土地所有權，藉由土地授與的關係，

向百姓徵收賦稅，由於統治者身兼地主的身分，因此原始田賦也包括了財政

收入與地租的雙重意義63。然而當授田制度不再，土地逐漸私有化，田賦的

存在就與授田無關，也不再具備私租的成分，理當純粹是國家收入來源，君

主不應任意將賦稅挪為私用，「凡有所用度，非為天，非為民，決不敢輕有所

費」，天子的角色只是為民理財，規劃制用，「非君所得而私有」64。但是從

先秦以來，許多士人仍將賦稅視為君主個人的收入，有時更是斂財的工具， 

明代中期以後，政局的發展與財政的變化，讓知識分子更有如此之想法，因

為皇帝的內庫與公共資金混淆不清，許多官僚相信向民間加徵任何賦稅，往

後都會被皇帝揮霍殆盡，官員們對於加徵賦稅都採取消極的態度，擔憂導致

民困65，而主張「量入為出」的聲音也開始慢慢增強，希望主政者能夠減少

                                                 
62 〈地官司徒〉下，《周禮》卷 4，收入於林尹註譯，《周禮今註今譯》（台北：台灣商務印

書館，1983），頁 131。  
63 陳登原，《中國田賦史》，頁 21。  
64 邱濬，〈治國平天下之要‧制國用－總論理財之道〉下，《大學衍義補》上冊：卷 21，頁
208。  
65 黃仁宇著，阿風等譯，《十六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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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必要的支出，用以制止越來越多的額外加派66。 

    先秦諸子告誡統治者「取於民有度，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

度，用之不止，國雖大必危」67，是以足國之道在於「節用裕民」，倘若「田

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謂國蹙」，因此，「下貧則上貧，下富

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滄廩者，財之末也」68。百姓豐衣

足食，國家才能真正的富強，反之，就算君主擁有再多的財富，民間困頓，

一遇有警，自顧不暇，何以有心保家衛國？君主理當照顧民生，才能天下太

平，自私自利只會導致國家不安。先秦諸子的觀念，被歷代的知識分子所傳

頌，尤其是當田賦與授田的關係脫勾以後，田賦往往被視為百姓無辜的付出，

即使知識分子認為君主理當為民理財制用，但總是擔憂君主會濫用賦稅，不

知不覺中，對於田賦徵收的多寡，以及運用的範圍，都抱持著相當關切的態

度，不斷提醒統治者要節用。到了明末，財政收支與賦稅問題再度成為知識

分子關注的焦點，劉宗周認為問題不僅在於皇帝身上，他感慨： 

古之善理財者，必有一定之經制，而後可以節濫觴之人情。《易》曰：

『節以制度，不傷財，不害民。』言傷財害民，皆自無制始也。今天

下之財，病於無制久矣。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泥沙』者，自朝

廷達於郡縣，所在而是69。 

    在劉宗周眼裡，中央與地方濫用財政資源，造成不必要的浪費，是百姓

賦稅之苦的肇因，上下皆該檢討；但是明亡之後，士人討論民生問題，都把

矛頭指向君主身上，唐甄認為： 

人君能儉，則百官化之，庶民化之，於是官不擾民，民不傷財。人君

能儉，則因生以制取，因取以制用，生十取一，取三餘一，於是民不

知取，國不知用，可使菽粟如水火，金錢如土壤，而天下大治70。 

    君主不能以身作則，上樑不正，下樑當然就歪了，唐甄認定君主的貪婪，

帶動官員貪污，百姓才會不斷的付出，導致無以為生。王夫之也反對將財富

集於中央，他認為天子不可能親身管理這些金粟錢貨，徒讓身邊的宦豎日竊

月匿，將天下的財富收入自己的私囊當中，絲毫無益於國計民生，使得有司

                                                 
66 王毓銓主編，《中國經濟通史‧明代經濟卷》，頁 1171-1173。  
67 管仲，〈權修‧第三〉，收入於李勉註譯，《管子今註今譯》上冊（台北：台灣商務印書

館，1988），頁 36。  
68 荀況，〈富國篇‧第十〉，收入於熊公哲註譯，《荀子今註今譯》（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0），頁 172，192-193。  
69 劉宗周，〈縣帑告匱疏〉，收入於戴璉璋、吳光主編，《劉宗周全集》第三冊上（台北：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6），頁 108。  
70 唐甄，〈富民〉，《潛書》下篇：上，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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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事只得加賦於民，徵稅的過程又讓姦吏猾胥上下其手，百姓如何承受一再

地剝削？最後必然「國將不國」，而且「徒聚天下之財於京邸，一朝失守，祇

為盜資」71。 

    雖然認為君主應該要愛養群眾，但心理上又認為統治者會貪污，濫用百

姓的血汗錢，因此明清之際的知識分子都主張君主要量入為出，取民有度，

減輕稅率，避免浪費。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下，黃宗羲也希望將賦稅存留地方，

聽其徵收田賦商稅，令其經濟自主，以免中央用度分配不當，造成浪費，拖

累其他地方的財政資源72，並以君主授田養民，作為田賦存在的前提，提醒

君主必先照顧民生，才有資格享有百姓的貢賦。 

    現代國家的賦稅制度，都是以國家用度作為徵收的前提73，然而在傳統

士人的心中，總認為賦稅是供作君主的花用，魯哀公詢問有若如何解決稅收

不足的問題，有若回答：「百姓足，君孰與不足？百姓不足，君孰與足74？」

這句話被歷代士人奉為圭臬，他們相信民間財富透過賦稅的方式，流向統治

者手中，賦稅與「藏富於民」成為敵對狀態。然而，賦稅的存在，若只供君

主享用，增加任何財政收入，的確都可視為剝削百姓，但是這樣的制度並不

合理，也不可能長期存在，賦稅的用途，絕大部分還是為了國家公務的支出，

所以孟子認為什一稅是「堯舜之道」，輕於此者是未開化國家的需求，重於此

者是暴君的行為，對於一個有城郭、宮室、宗廟、祭祀的文明國家而言，需

要各級官吏的設置，以及諸侯間的餽贈宴饗，什一之稅是合理的供應範圍75。

司馬遷（145-? B. C.）也直言，「量吏祿，度官用，以賦於民」76，向百姓徵

收賦稅，無非就是為了供給官吏的薪資，以及各項官方活動與建設之用。 

    正因為賦稅的用途，是供應國家行政運作的需求，不管是君主或是底下

的官僚，都不應任意浪費百姓的血汗錢，但是將賦稅視為君主斂財的手段，

任何收入都屬皇帝個人所有，未免把賦稅的意義過於窄化，一味地主張縮減

稅收或避免增加賦稅，有可能導致國家建設經費的不足，反而不利民生。 

    明代財政收支的控制過於無力，所以公共財政總是混亂無序，導致皇帝

                                                 
71 王夫之，〈懿帝‧三〉，《讀通鑑論》上冊：卷 14，頁 440。〈玄宗‧二十一〉，《讀通鑑論》

下冊：卷 22，頁 783。  
72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方鎮》，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2。  
73 李東三，〈黃梨洲及其明夷待訪錄之研究〉（台北：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1983：01），頁 160。  
74 〈顏淵第十二‧九〉，《論語》，收入於謝冰瑩等編譯，《新譯四書讀本》，頁 199-200。  
75 〈告子下‧十〉，《孟子》，收入於謝冰瑩等編譯，《新譯四書讀本》，頁 606。  
76 司馬遷，〈平準書‧第八〉，《史記》卷 30，收入於楊家駱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

編二種》第二冊（台北：鼎文書局，1993），頁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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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自我克制的理由，放任自己挪用賦稅77。對於這個問題，黃宗羲的解

決方法，不是明確規範君主與行政體系的用度，而是重新把田賦和授田扯上

關係，君主授田養民是田賦存在的前提，以授田的有無來決定稅率的高低，

皇帝享有民間貢賦的先決條件，就是授田。明朝後期的皇帝或許把賦稅當作

斂財的手段，然而，黃宗羲也沒有將賦稅的意義導向國家公務之用，他認為

既然賦稅最終會落入到皇帝的私囊，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理當要求君主先

行授田之實，無形之中，仍然把田賦視為君主的私租。正因為這樣的認知，

黃宗羲將孟子「二十取一為貉道」，解讀為當時有授田，所以不該收取低稅78，

但是這樣反而曲解了孟子的意思，孟子以國家用度的需求來決定稅率高低，

不是以授田與否來考量，相對於孟子，黃宗羲反而採用了更加保守、原始的

觀念去看待田賦存在的意義。 

三、賦役徵調的方式  

（一）田賦的內容  

    自唐代推行兩稅法以來，賦役的徵調，不再侷限於實物的徵收和親身應

役，貨幣在稅捐的應用上，能見度逐漸增加。以明代而言，洪武九年（1376），

曾在陜西、浙江等地，允許百姓以銀、鈔、錢、絹代輸稅糧，正統元年（1436）

的金花銀，則進一步地擴大可以折色的區域79；而萬曆年間推行於全國的一

條鞭法，明文規定攤丁入畝、按畝徵銀，除了江南漕運仍舊徵收本色以外，

其他各地的田賦一律徵銀，白銀的重要性大幅提升。雖然一條鞭法適用於全

國，但在現實上，隨著各地狀況的不同，一條鞭法的理念和措施，從來無法

完全落實80，這自然也包括白銀的徵收，然而田賦徵銀的規定，仍舊引起相

當多的爭議。 

    傳統觀念認為，賦稅所徵，理當出自於「民之所有」、「土之所產」81，

即如孟子所言之粟米、布縷以及力役之征，這些都是「小民力能自致」82，

                                                 
77 黃仁宇著，阿風等譯，《十六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頁 419。  
78 黃宗羲，《破邪論‧賦稅》，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03。  
79 張廷玉等撰，〈食貨‧二〉，《明史》卷 78：志 54，收入於楊家駱主編，《新校本明史并

附編六種》第四冊，頁 1894-1896。擴大折色的區域為江蘇、浙江、江西、湖廣、福建、
廣東、廣西等省份。  
80 黃仁宇著，阿風等譯，《十六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頁 151。  
81 任源祥，〈賦役後議〉，收入於賀長齡、魏源等編，〈戶政四‧賦役一〉，《清經世文編》

上：卷 29，頁 703。  
82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財計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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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假外求便可得者，就算偶有徵折，也是隨民所便的權宜做法。即使唐、宋

規定輸錢，也與穀帛並徵83，未有像一條鞭法盡數徵銀。對明末的知識分子

來說，「農所可取者粟，而條鞭使輸金錢」，在他們的眼中，這根本就是本末

倒置、顛倒是非的措施84。 

    再者，當田賦徵銀後，白銀的需求提升，神宗皇帝貪財好貨，派遣中使

為礦、稅兩監，橫征暴斂，搜括民間白銀，導致民怨不斷，社會不安。而地

方官員也藉由火耗、貪污的方式，聚斂白銀85，或者不知珍惜百姓捐輸之苦，

對於稅銀「輕用而易費」86，百姓辛苦繳納的血汗錢，沒有得到妥善的運用，

只是被當作斂財的對象。 

    此外，因為折色獨用白銀，豪右知道利之所在，也開始囤積白銀，並且

利用物價波動，賺取橫財，無形之中，市場可以流通的白銀愈趨短少。加上

稅收徵集和解運的過程緩慢，導致大量的白銀滯留，有好幾個月的時間無法

回到市場流通，又因為邊境多事，各地徵收而來的稅銀，多半用於軍備物資

的採購與兵餉，回流的範圍僅限於部分工業生產區域，其他地區難以從朝廷

手中取回白銀87，銀礦又逐漸耗竭，無法供應民間所需的白銀數量。 

    在此種種情況下，白銀的取得變得更加困難。因為銀少之故，「穀不得不

賤售而輸之官，賤售則穀益乏，穀乏則民養日微，民命日蹙」，過去「年歉則

穀貴，年豐則穀賤」的情況，如今為了要繳納足夠的白銀，即使年歉也只能

賤售以換得白銀88。當穀價不斷下跌，農民只好連自己吃的存糧都得賣出，

即使朝廷沒有加賦，「百姓一年若納四五年之糧」89，遑論加派後的情況。因

為銀貴穀賤，農民的生活變得艱困，「農愈困則田愈輕」，將田地「棄之如敝

屣」，甚或「視如毒螫」，逐末之風盛行，在以農立國的時代裡，這些現象對

士人而言，根本就是動搖國本90。 

                                                 
83 李塨，〈財用‧第七〉上，《平書訂》卷 10，收入於廣文書局編，《顏李叢書》第三冊，

頁 1125。  
84 王夫之，《噩夢》，受入於《船山全書》第十二冊，頁 561。  
85 高珩，〈行錢議〉，收入於賀長齡、魏源等編，〈戶政二十八‧錢幣下〉，《清經世文編》

中：卷 53，頁 1333。  
86 張溥，〈賦役論〉，《七錄齋論略》上冊：卷 1（台北：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頁 113-114。 
87 黃仁宇著，阿風等譯，《十六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頁 94-95。  
88 郭子章，〈錢穀議〉，輯於黃宗羲編，《明文海》卷 78：議 5，收入於台灣商務印書館編，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千四百五十三冊，頁 726。  
89 高珩，〈行錢議〉，收入於賀長齡、魏源等編，〈戶政二十八‧錢幣下〉，《清經世文編》

中：卷 53，頁 1333。  
90 任源祥，〈賦役後議〉，收入於賀長齡、魏源等編，〈戶政四‧賦役一〉，《清經世文編》

上：卷 29，頁 703。  



- 120 -  黃宗羲（1610-1695）經濟思想之探究 

    因為田賦折銀，白銀價值增高，從上至下都在追逐白銀，結果造成民生

不安，社會風氣變質，這是反對徵銀者最主要的理由。此外，知識分子也認

為徵銀不徵實，長久下去必然會造成倉廩空虛，擔憂「一有水旱之災，而賑

濟無所出」91，饑民四出，必至天下大亂。若是「一旦有急，京邊空虛」，沒

有糧草補給，敵人圍成，只能坐以待斃92。對當時代的人而言，不曾想過向

外求援，或以國際貿易的方式購買所需的物資，自給自足，沒有匱乏不安，

才是治國之道，然而上位者卻「不憂穀之不足，而憂銀之不足」93，實讓關

心國計民生的士人，感慨不已。 

    然而，一條鞭法規定徵收白銀，並非是唐突的決定，因為銅料不足，官

方銅錢品質低劣，導致私鑄盛行，而紙鈔不得兌現，發行過量又收斂無法，

不斷貶值，百姓對銅錢和紙鈔失去信心，轉而使用白銀交易。明代中葉以後，

大量的白銀自海外湧入，使得白銀的使用更加普及，在此條件下，一條鞭法

方有可能全面徵收白銀。只是當白銀的重要性提升後，朝野競相追求白銀，

使得白銀價值不斷增高，但是為了換取繳稅所需的白銀，一向自給自足的農

民，必須投入詭譎的市場交易，接受銀錢比價的虧損，結果一年辛苦的耕耘，

所剩無幾，賠累無算，甚至破產喪家，明末遺老，無不將此視為亡國的肇因，

反對田賦盡數徵銀。 

    從農民的實際困難考量，反對賦稅徵銀有其合理性，畢竟，在白銀取得

方面，農民實居弱勢，這在賦稅管理上是不得不認真看待的問題。然而整個

清代也是依循一條鞭法的路線，因此主張徵用本色或改徵銅錢的聲音，持續

到鴉片戰爭時期，也未曾斷過94。直到民國二十四年（1935）推行法幣，改

為黃金本位制，白銀才解除法定貨幣的身分，前後將近約五百年的時間，白

銀在市易與賦稅上，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95，倘若田賦徵銀會導致喪家亡

國，清朝的官員又何以繼續沿用明朝的制度呢？ 

    田賦徵銀其實並不是百姓的苦難，倘若不能消除官府的橫征暴斂和浪

費，就算徵實也會使農民傾家蕩產，明末士人主張徵收錢米的原因，主要也

是考量銅錢或粟米較銀所佔的體積大而單位價值低，不便搬運也不易儲藏，

                                                 
91 李塨，〈財用‧第七〉上，《平書訂》卷 10，收入於廣文書局編，《顏李叢書》第三冊，

頁 1125。  
92 任源祥，〈賦役議〉下，收入於賀長齡、魏源等編，〈戶政四‧賦役一〉，《清經世文編》

上：卷 29，頁 702。  
93 靳學顏，〈講求財用疏〉，《靳少宰奏疏》卷 1，收入於陳子龍等編，《皇明經世文編》第

十八冊：卷 299，頁 646。  
94 葉世昌主編，《中國古代經濟管理思想》，頁 220。  
95 全漢昇，《明清經濟史研究》，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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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官吏的貪污、盜賊的猖獗，以及中央財政的搜括與聚斂，能有明顯抑制

的功效，得以減輕農民不必要的負擔96。所以，白銀不是民生痛苦的真正原

因，田賦徵銀也不是不可行，貪污腐敗、財政收支管理不當，才是明末賦稅

問題的根本，連帶影響貨幣流通的正常化，造成民生的壓力與不安。 

    雖然明清之際的士人，普遍反對田賦徵銀，但也未必全然反對貨幣稅，

主要是希望為政者能夠「隨民所便」，因地制宜徵收本色或折色，除了白銀之

外，另外也可以改折銅錢，總之就是不要強制徵銀。但是黃宗羲堅決反對田

賦改徵貨幣，就算是銅錢也不行。基本而言，明末反對徵銀的理由，大致上

和唐代士人反對徵錢的理由大同小異，只是明代的士人因為對於白銀反感，

轉而給予銅錢相當的同情，然而，唐代推行兩稅法後，反對者紛紛，陸贄強

調「穀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

賦斂捨焉」97，對於徵錢，相當不以為然。黃宗羲受到陸贄的影響，堅持主

張田賦徵實，保障農民一年辛苦所獲，不受市易與官府的剝削，繼續維持單

純的自然經濟。 

    一條鞭法將賦役合併，按畝徵銀，使得徵稅的過程簡易許多，而農民為

了得到白銀，必須投入交易活動當中，同時因應市場需求，轉而栽植經濟作

物，無形之中，也打破了傳統封閉的自然經濟。至於以銀代役，百姓因此獲

得了相當的人身自由，不必再拘束於土地之上。但是對明末清初的知識分子

而言，他們看到的是穀賤病農的不幸，以及棄農逐末的風潮，黃宗羲無法認

同這樣的改變，貨幣稅在他的眼中，是農民的災難，所以他完全不考慮其他

的折衷辦法，堅持「任土作貢」，選擇傳統的實物稅來保障傳統的經濟活動，

對於窮鄉僻壤的地區而言，這或許是一種體恤窮苦農民的做法，但對於生產

收益較高的區域而言，每一種作物的價值不同，強制「任土作貢」，可能造成

農民收入的損失，未必符合其利益需求。而且當社會分工更加細密，貨幣在

商品交易的重要性逐漸提高，農民唯有透過市場機制，才能取得貨幣，購買

生活所需，實物稅亦未必能降低民眾對於貨幣的需求。用明末的亂象去批判

一條鞭法徵銀的措施，不考量當初的環境和用意，其實有失公允，但這不是

黃宗羲一個人獨有的問題，一條鞭法盡數徵銀，無法顧及各個地方百姓的需

求，的確有違「隨民所便」的精神，但是黃宗羲反對徵收任何的貨幣稅，堅

持田賦徵實，亦未必符合眾人的利益，相較於其他主張彈性做法的知識分子，

                                                 
96 鄭永昌，〈明末清初的銀貴錢賤現象與相關政治經濟思想〉，頁 158。  
97 歐陽修，〈食貨‧二〉，《新唐書》卷 50：志 42，收入於楊家駱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

索引》第二冊（台北：鼎文書局，1992），頁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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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的思維反而顯得僵化了。 

（二）稅率的高低  

    黃宗羲以授田與否來決定田賦稅率的高低，並且認為以天下養一人，什

一之稅不會不足。黃宗羲考量稅率的出發點，是站在保障百姓利益的基礎上，

倘若君主沒有盡到養民的責任，百姓原則上不需要供應賦稅，而君主照顧百

姓是義務，百姓因此給予回饋，君主也沒有權利多方索求。在黃宗羲的認知

裡，賦稅是君主斂財的手段，稅率越低，才能保障百姓免受剝削。 

    王夫之則認為古今情況不同，稅率本應有所不同，就他看來，三代之時，

國小君多，「聘享征伐一取之田」，為了避免徵收不足而導致濫徵，三代聖王

只好以什一的稅率徵收田賦，而且當時的國家版圖不大，運輸稅糧當日即可

往返，也不會耗損民眾太多體力98，而且「三代取民之法，皆曰什一，當其

時必有以處之者，民乃不困。其約略可考者，則有中地下地、一易再易、田

萊相參之法，名為什一，非什一也」99。換言之，上古之時，雖徵什一之稅，

但有相當的配套措施，百姓其實不會因為賦稅而賠累虧損。而今「合四海供

一王，而饋餫周於遠塞，使輸十一於京邊，萬里之勞，民之死者十九，而誰

以軀命殉一頃之荒瘠乎」100？王夫之認為後世天下一統，版圖遼闊，偏遠地

區的百姓為了輸送稅糧，必須耗費更多的精力，跟古代相比，其所承受的負

擔早已超出什一，而且古代國家、官吏眾多，加上國際間的饋贈往來，不徵

收什一之稅，無以供應各國的用度需求，然而後世既然已經一統，不需供養

眾多的官吏，也沒有頻繁的使節往來，何苦仍要徵收什一稅，而且「三十取

一，民猶不適有生，況什一乎」？王夫之把納稅人口、運輸過程的負擔和國

家需求納入計算，認為後世根本不須收到什一的稅率，徵收什一之稅，對他

而言，根本就只是「供貪君之慢藏」101。 

    王夫之和黃宗羲一樣，都認為後世君主藉由賦稅之名，行斂財之實，但

是在考慮稅率高低方面，王夫之沒有像黃宗羲那樣，純粹僅以授田與否來決

定稅率，不論古代或後世，王夫之皆以國家用度的需求和人民的負擔能力來

分析稅率的合理性，所以王夫之才認為以後世版圖廣大，人口眾多的情況來

看，沒有必要徵收到什一的稅率。何況後世又無法藉由休耕來維持生產水準，

                                                 
98 王夫之，〈唐高祖〉九，《讀通鑑論》上冊：卷 20，頁 675-676。  
99 王夫之，〈代宗‧六〉，《讀通鑑論》下冊：卷 23，頁 812-813。  
100 王夫之，〈唐高祖〉九，《讀通鑑論》上冊：卷 20，頁 675。  
101 王夫之，〈代宗‧六〉，《讀通鑑論》下冊：卷 23，頁 813。  



第三章  黃宗羲的養民觀（二）  - 123 - 

加上運送過程的勞苦，百姓的負擔遠超過什一，堅持徵收什一之稅，多餘的

稅金，徒讓皇帝中飽私囊而已，就王夫之的立場來看，不論有無授田，後世

徵收什一之稅，實屬過高。古今環境不同，實際的財政需求也不同，後世的

行政管理與分工更加細密，人口增多，公共建設的修築與維護也更繁複，財

政支出未必輕於古代，不應該以古代的環境去檢視後世的狀況，賦稅的多寡

應考量實際的需求，而賦稅是否過重，也應由當時人民的生活水準與經濟能

力來判讀，用一種標準去檢視各個時代的狀況，這樣的比較未必公平。 

    而黃宗羲將賦稅的意義簡化為地主與佃農的收租關係，有授田方能徵收

什一之稅，自有之田二十取一，王夫之所考量到的條件，黃宗羲顯然都沒納

入考量，純粹想要仿效三代的制度模式，對於賦稅的用途和解釋，也都過於

窄化。雖然黃宗羲的目的是希望藉此勸說君主盡到養民的職責，但是在土地

私有化的情況下，不奪民田，不可能授田，連帶的稅率高低也無法以授田決

定，黃宗羲的規劃，無疑只是自我滿足的遐想。 

    此外，明代建立之初，原本也希望能夠根據各地的人口和土地狀況調整

稅收額度，但現實上，這樣的調整過於麻煩，因此在朱元璋統治期間，便確

立了稅收定額制度。可是到了十六世紀，各地的人口密度、農業生產力和經

濟發展的差距不斷擴大，但是各地的稅糧在二百年前就已確定下來，每一縣

的田賦固定，類別也不變，又加上府州縣官的任期都不長，難以根據現實的

不平衡狀況加以調整102，而上縣未必無貧戶，下縣亦未必無富戶，因為定額

稅的關係，使得下縣的富戶得到低稅的好處103。另外，納稅戶若是減少，分

擔的稅額就會加重，棄地逃亡的現象就會因此增加，造成稅收的短缺；相對

的，當納稅人口增加，地方官也不會如實上報，以免中央增加地方的賦稅，

寧願按照原有的稅額重新分配，每戶的納稅額度就相對減少，不僅稅收容易

徵集，還能博得親民的好名聲104。 

    然而，稅收法規必須同時應付眾多的小土地所有者、少量的中等田主和

大田主，但是稅收額度難以進行調節，為了能夠照顧到最低層的納稅者，稅

率不得不固定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內105。諷刺的是，明初又規定新墾田地永不

起科，導致新增加的可耕地也無法在稅收上提出任何的貢獻。長久下來，到

了明代中期以後，由於缺乏充分的稅收來彌補支出，導致政府喪失很多行政

                                                 
102 黃仁宇著，阿風等譯，《十六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頁 23，55，203。  
103 葛守禮，〈與姜蒙泉中丞論田賦〉，《葛端肅集》卷 1，收入於陳子龍、徐孚遠、宋徵璧

等編，《皇明經世文編》第十七冊：卷 278，頁 652。  
104 黃仁宇著，阿風等譯，《十六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頁 74。  
105 黃仁宇著，阿風等譯，《十六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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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地方政府人手不足，收入又低，使得許多公務無法完成。歷代都重視

的水利工程，到了明代，也只能在洪災過後進行消極整治。原本治水的目的，

是為了使農業耕作所需的水利灌溉，能夠正常運作，但是明代治水的主要理

由，卻只是為了保障大運河的暢通。因為財政收入的不足，必要項目的開支

最後只得透過其他方式來解決，但是這些私下的派徵缺乏有效的審核，不僅

容易造成浪費，也造成官員的貪污腐敗與濫徵106。 

    為了照顧最低層的納稅者，稅收額度必須固定在一定的範圍內，但因稅

收不足，反而造成額外的派徵，讓最低層的納稅者難以負荷，總認為稅率是

過高的107。但實際上，「民所苦者，暴官雜派耳，非朝廷稅過什一」108，因

此李贄認為，「不加賦而用足，不過設法陰奪民利，其害甚於加賦」109，反

對一味地節制稅收的增加。 

    在稅率的規劃上，黃宗羲主張自有之田的稅率，以下下為則，使民不困，

並且認為宋、明的兩稅是病民的貢法，不能隨著豐年與荒年調節稅額。然而，

明代的稅額是依據小自耕農所能負擔的範圍而訂定的，本來就是以下下為

則，但是長期低稅收的結果卻造成國家財政收入不足，導致加派不斷，全民

受累，黃宗羲卻沒有觀察到這個問題。僵化的定額稅，讓人口多的州縣享有

低稅的好處，居處在低稅區的富戶也佔了相當的便宜，由於不能依照現實狀

況調整稅額，導致區域間的賦稅不平衡，對於整體稅制的公平性，影響甚鉅，

不只是豐年與荒年的差異而已。黃宗羲雖然批判貢法，但是在井田制度的規

劃上，卻不選擇恢復公田，如何改革定額稅制的問題，黃宗羲在這部分反而

沒有具體的說明，雖然他希望為後世立下治國大法，但是某些問題，黃宗羲

似乎認為應該由主政者去傷腦筋，只是選擇性地討論他想討論的議題。 

    明末的知識分子對於稅率的高低相當關心，這是因為大部分的士人來自

於中小地主家庭，他們利用傳統的社會升遷管道來改變身分，同時也期望藉

由更低的稅額減少土地收入的損失，進而累積經濟實力，但是對於佃戶的貧

困生活，卻少有關注。畢竟這些士人的公正感無法擺脫地主階級的價值觀，

因此他們所關心的並不是現代意義上純粹的經濟公平，既想要付出低下的稅

額，卻也不放棄享受極高的地租收入，佃農一年辛苦所穫，百分之五十甚至

                                                 
106 黃仁宇著，阿風等譯，《十六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頁 55-57，237，239。  
107 黃仁宇著，阿風等譯，《十六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頁 236。  
108 李塨，〈制田‧第五〉上，《平書訂》卷 7，收入於廣文書局編，《顏李叢書》第三冊，

頁 1118。  
109 李贄，〈行業儒臣傳‧司馬光〉，《藏書》卷 34，收入於張建業主編，《李贄文集》第三

卷，頁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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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多都繳交給地主110。 

    基本而言，明代貨幣體制的不穩定，使得地主和小自耕農的納稅能力降

低，未必能完全享受到低稅的好處111。在此情況下，來自於中小地主家庭的

知識分子，恐怕也關照不了佃戶的生活。對於地主任何不當的行為，黃宗羲

從來都沒有評論過，佃農是否被剝削的問題，當然也不會出現在黃宗羲的文

字當中，或許他認為只要授田之政能成，就不會有佃耕者的存在，剩下的，

只有上授之田與自有之田的稅率問題。對他而言，千錯萬錯，似乎都是君主

沒有盡到養民的錯，才會惹出一堆的問題，君主只要能盡到養民之責，天下

就能太平了。 

（三）兵役與差役  

    黃宗羲認為，明末的賦役沉重的原因有二；一是軍費支出不斷增加，國

家正供不敷支應，只得一再加派。二是稅目合併後，又別增力差、銀差，擾

民不已。對黃宗羲來說，想要解決軍費負擔，並且減輕百姓賦稅壓力的方式，

最好的方式就是兵民合一與恢復差役，同時能夠避免官方不必要的浪費與課

徵。 

    明末的士人，多半認為財政支出都耗費在養兵、留都的建置，以及宗祿

的開銷112，三者之中又以養兵的支出最大，軍費的龐大，除了軍備的購置外，

最主要的弊病在於侵吞冒領兵餉，以及重複支領兵餉，一再浪費民眾的血汗

錢，進而動搖國本。黃宗羲認為這是兵民太分所致，他認為軍政組織和兵役

應該與民政和人民生活合一，而非由職業軍人來承擔國家興亡113。而明清之

際的知識分子，針對這個問題，部分士人從傳統中去尋求解決的方案，主張

以井田制度為根本，採行「寓兵於農」的方式以恢復兵民合一114。 

    馬克思論述奴隸社會時說：「古代人一致認為農業是適合於自由民的唯一

事業，是訓練士兵的學校115。」將人民固定在土地上，「無事則耕，有事則

                                                 
110 黃仁宇著，阿風等譯，《十六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頁 240-241。  
111 黃仁宇著，阿風等譯，《十六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頁 411。  
112 靳學顏，〈講求財用疏〉，《靳少宰奏疏》卷 1，收入於陳子龍等編，《皇明經世文編》第

十八冊：卷 299，頁 614-615。陳龍正，〈學言詳記十一‧政事下〉，《幾亭全書》卷 14，收
入於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十二冊，頁 28。  
113 W. T. de Bary 著，張永堂譯，〈中國的專制政治與儒家理想－十七世紀的一種觀點〉，收

入於《中國思想與制度論集》，頁 251。  
114 李塨，〈分民‧第一〉，《平書訂》卷 1；〈制田‧第五〉上，《平書訂》卷 7，收入於廣文
書局編，《顏李叢書》第三冊，頁 1094，1117。  
115 轉引自李龍潛，〈明代屯田制度〉，《明清經濟探微初編》，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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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可以充分供應國家所需的物資與人力，這對統治者而言，可能是最理想

的社會狀態。但是，當井田制度破壞後，土地可以買賣移轉，人民也可自由

遷徙，兵農漸次分離，取而代之的是郡縣徵兵制度和考選常備兵制度，軍隊

的薪餉和軍需用度都必須仰賴國家財政的支持。為了減少財政的支出，也為

了避免稅收不足，影響軍隊的供應，並且考量邊防地區運送糧餉不易，晁錯

（275-154 B. C.）提出了軍屯的構想，給予部分農民土地耕作，使其生活較

為安定，同時能夠負擔兵役和賦稅，以確保軍隊和軍餉來源，就某方面而言，

這是規模較小的「寓兵於農」。換言之，屯田與井田有類似的功能，只是範圍

侷限在部分的地區與人民，因此顧炎武認為，「屯田之制，固古者寓兵於農之

意也」，「古者兵農合一之制，今屯田為近」116。 

    在這種邏輯下，黃宗羲認為屯田可行，井田也必定可復，授田之政能成，

以戶口作為出兵養兵之賦，自然也不是問題，透過這樣的機制，又可以回到

兵民合一的社會，沒有養兵之累，又有土地收益作為生活的保障。但是黃宗

羲所主張的兵制，事實上亦非全民皆兵，而是五十取二，平時教練不違農時，

無資於養，輪番調發則五十取一，每十戶供養一名應役者，在授田的情況下，

每戶的經濟水準應當相差不遠，誰應該服兵役？農閒時可以經營其他生計，

誰願意犧牲這部分的經濟收益？ 

    再者，黃宗羲認為軍事費用過高，是因為軍戶老殘，必須招募士兵，而

兵餉發放的不當與貪污，導致軍費一再提升，如果能夠兵民合一，不用招募

軍隊，就不會有兵餉的問題，他完全忽略了戰爭發生後，軍事工程的修築，

以及戰備武器的消耗，亦是軍費支出增加的原因，即使當時的軍屯能夠繼續

維持，也無法減少這些開支117。黃宗羲所規劃的兵制，不是全民皆兵，是否

能稱兵民合一，有待商榷，而且他純粹只考量養兵的問題，對於戰備支出的

部分，他完全沒有任何的規劃，每十戶或許能養一兵，但絕不可能供應得了

一匹戰馬或是火器炮銃。當戰爭型態已有所改變，軍備武器的補給，勢必提

高軍事支出，或許，減少兵餉的給付，可以減輕軍費的負擔，但黃宗羲所認

為的兵餉問題，說穿了也是貪贓枉法所致，未必是募兵本身的問題。 

    黃宗羲所規劃的兵制，必須建立在授田的情況下，若是經濟水準不齊，

實難以戶口作為出兵養兵之賦。然而，黃宗羲卻忽略了，井田制度早已不存

在，要想以土地換取義務性質的兵役，不如用國家公權力強制徵召，而且局

部性的軍屯都未必能長久實施，遑論全國性的寓兵於農，因此任源祥認為「寓

                                                 
116 李龍潛，〈明代屯田制度〉，《明清經濟探微初編》，頁 31-32。  
117 黃仁宇著，阿風等譯，《十六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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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於農，人皆能言之，而施之實事，揆之時勢，罕覩其效」118；王夫之則以

三代之民「無歲不征，無年不戰，死傷道殞」的悲慘狀況，痛批後世的迂儒

主張寓兵於農，是「不智不仁」，「學而不思」，未能考量古今環境的差異，也

無法體會三代聖王不得已之心119；而王源早已認定軍人為獨立的社會階層，

和士農工商沒有不同120。 

    黃宗羲的兵民合一，出發點並非單純為了解決財政困難，他的規劃是以

授田為基礎，將土地、人民與軍事訓練三者合一，既保障民生，又能捍衛國

家安全，這其中蘊含著他所渴求的理想社會。然而，人民無法脫離土地，又

得被迫參與軍事活動，是否符合全民的利益與心意呢？王夫之反對寓兵於

農，認為這是一種虐民的行為，因此他支持募兵制，透過獎勵與褒揚，讓有

志行的人自願當兵，才能使之效命沙場，保家衛國121，而且他認為士農工商

皆是王臣，沒有道理僅由田賦承擔全國財政的支出，若能效法周制，由商賈

承擔兵車之賦，農民就不必如此辛苦地承受加派之苦122。就某方面而言，王

夫之並不期待一個全國皆農或是全國皆兵的社會，他認為一代有一代之治，

重要的是如何從現行的制度中，追求社會正義與公平，相對而言，黃宗羲希

望將現有的一切還原為古代的狀況，理想性的確是比實現性高。 

    黃宗羲理想的社會型態，是「無事則耕，有事則戰」，他認為君主授田於

民，百姓回饋對等的物資與人力，是任何賦役存在的前提，倘若民力能夠妥

善運用，反而能夠節省國家財政的支出，百姓也同樣受惠，所以黃宗羲是支

持兵役和徭役存在的，反對為了僱役而加重田賦。 

    明代所設立的里甲制度和役法，原本力圖適應農村經濟，大規模的差徭

亦曾經替鄉村閒散的勞動力提供了出路123，但是隨著政府職能日趨複雜，役

的負擔日趨沉重。官府的種種需求，隨時簽派為里甲正役，使得十年一輪的

里甲正役，成為相當大的負擔，應役的里長、甲戶，往往因此破產喪家，而

雜泛沒有一定的名目，官方可以隨意派徵，更讓應役的民戶，不堪負荷124。

此外，撰造黃冊的書手人員與官員收受賄賂，挪移差役，「放大戶而勾單小」

                                                 
118 任源祥，〈賦役議〉上，收入於賀長齡、魏源等編，〈戶政四‧賦役一〉，《清經世文編》

上：卷 29，頁 701。  
119 王夫之，〈唐高祖〉九，《讀通鑑論》上冊：卷 20，頁 676。  
120 李塨，〈分民‧第一〉，《平書訂》卷 1；〈制田‧第五〉上，《平書訂》卷 7，收入於廣文
書局編，《顏李叢書》第三冊，頁 1093。  
121 王夫之，《噩夢》，收入於《船山全書》第十二冊，頁 587-588。  
122 王夫之，《噩夢》，收入於《船山全書》第十二冊，頁 561，576。  
123 黃仁宇著，阿風等譯，《十六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頁 38。  
124 鄭學檬主編，《中國賦役制度史》，頁 51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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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導致徭役承擔不均，甚至役及老幼，百姓根本無暇從事耕作126。因為賦

稅、徭役過於沉重，再加上土地兼併等問題，戶口逃亡的現象也隨之而生，

許多不堪差徭之苦的人民經常帶產投靠特權，寧願為奴以逃避徭役和賦稅，

但是戶口逃亡越多，剩下的民戶負擔越大，里長、甲首因賠累而破家的情況，

更加有增無減127。 

    差役分派不均，百姓不樂應役，舊有的賦役制度成為妨礙民生的絆腳石，

在一連串的漸進改革之下，一條鞭法應運而生，取消免役的特權，使有田者

承擔丁糧，免除產去稅存和產去役存的現象。 

    一條鞭法推行之初，的確有興利除弊的功效，除了賦役合一、攤丁入畝、

折銀僱役，同時也取消三等九則、職業世襲和民收民解等措施，使人民獲得

了相當的自由與解放，得以全心投入工商業和經濟作物的栽培。原本得以免

役的特權階級，因為有田也無法規避丁糧，無形中也削弱其經濟實力，不想

承擔徭役者，只須賣掉田地即可，無須再委身為奴，社會階層也因此漸趨平

等128。 

    雖然一條鞭法的精神強調折銀僱役，但是力役從未完全被取消，過去地

方部門的歲用之費，包括中央派駐在地方的機構，除了俸給之外，所有辦公

的費用，皆非取用正稅收入，而是來自於里甲所供應的物資與差役129。但是

一條鞭法推行之後，差銀卻被視為正賦上供，地方所需的公務花用，仍得向

百姓科派，包括讓納稅人再度親身應役130，無疑是增加百姓額外的負擔，不

僅使得田賦複雜化，反而造成役的計算與調整更加困難131。而特權依然可以

透過各種方式免除雜泛之差，將之轉嫁到其他農民身上132，商人、工匠等無

田者負擔大減，種種情況，皆讓有田之人「喪樂生之心」，導致「棄田避役」、

「棄本逐末」的風氣產生133，使得許多關心國事的士人，不得不提出改革役

法的呼聲與批評建議。 

                                                 
125 張廷玉等撰，〈食貨‧二〉，《明史》卷 78：志 54，收入於楊家駱主編，《新校本明史并

附編六種》第四冊，頁 1904。  
126 莊吉發，〈輕徭薄賦－財政與稅務〉，收入於劉石吉主編，《中國文化新論‧經濟篇－民

生的開拓》，頁 541。  
127 許淑玲，〈幾社及其經世思想〉，頁 151，157。  
128 許淑玲，〈幾社及其經世思想〉，頁 157，159。  
129 黃仁宇著，阿風等譯，《十六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頁 27，152。  
130 任源祥，〈問條鞭徵收之法〉，收入於賀長齡、魏源等編，〈戶政四‧賦役一〉，《清經世

文編》上：卷 29，頁 717。  
131 黃仁宇著，阿風等譯，《十六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頁 39。  
132 顧炎武，〈生員論〉中，《亭林文集》卷 1，收入於《顧亭林詩文集》，頁 23。  
133 王毓銓主編，《中國經濟通史‧明代經濟卷》，頁 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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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清初的士人，對於兩稅法與一條鞭的批評，除了折色以外，另外最

為詬病的就是賦役合併所衍生的問題。兩稅法「略丁計田，并役入賦，既削

其名而收其實，復隱其實而增其名，則賦役無艾而民病」134，「一條鞭立而

民不知役，吏乃以謂民之未有役而可役，數十年以後，賦徒增而役更起，是

欲徑省其一役而兩役矣」135，重複派征徭役，無疑是變相加稅。但是在田賦

的徵收上，唐代的兩稅法，以大曆十四年（799）的收入總額作為徵收的標準，

而一條鞭法卻沒有指標性的徵收總額，即使田賦可以固定，然而每年的人口

變動不一，併入田畝中的丁銀也就不會固定，如此一來，農民的負擔可能年

年不同，即使是官府也無法詳查，徒讓徵收的胥吏有貪污的機會136。 

    黃宗羲認為兩稅法的罪過在於賦役合併，後代加以仿效，大開加派與貪

污的方便之門，一條鞭法開始推行以後，這方面的批判不曾停歇。為了減輕

百姓的負擔，遏止有司貪污，不少知識分子都主張將賦與役分開，王夫之甚

且認為連徭役的內容與服役的時間都要詳加規定，以免地方官吏任意指使百

姓勞役，增加百姓負擔137。而北方因為貧困及其他因素，始終無法完全依據

一條鞭法所強調的，將賦役合併、按畝徵銀的方式加以實施，黃宗羲因此全

然將一條鞭法視為惡法，毫不考量當初推行的原因何在，而大聲疾呼恢復差

役。 

    清初雖然恢復明代一條鞭法之前的舊制，將田賦與力役分為兩項，但是

到了雍正年間（1722-1735），也開始產生問題，富室田連阡陌，卻少丁差，

貧民無立錐之地，反多徭役，以致丁倒累戶，戶倒累甲，甲倒累里，於國課

實無裨益，同時造成更大的貧富差距。而解決的方式，則是仿效兩稅與條鞭，

丁隨地起，因田起役，藉此消弭貧富不均、土地兼併等現象，使賦稅的分擔

較為公平138。 

    基本而言，中國傳統的賦稅方式採取以資產定稅與以丁定稅，田賦按田

畝徵收，是以資產定稅；算賦、丁稅按丁徵收，就是以丁定稅；以資產定稅，

雖然未必能夠精確計算財富總數，但是土地的丈量，基本上是能夠加以核實

的，田賦的多寡取決於土地面積大小，較為合情合理。但是以丁定稅，甚少

考慮財富差異，不論貧富，一概承受相同的負擔，較易產生不公與失衡的狀

                                                 
134 任源祥，〈賦役後議〉，收入於賀長齡、魏源等編，〈戶政四‧賦役一〉，《清經世文編》

上：卷 29，頁 703。  
135 王夫之，《思問錄外篇》，受入於《船山全書》第十二冊，頁 452。  
136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下，頁 398。  
137 王夫之，《思問錄外篇》，受入於《船山全書》第十二冊，頁 452。  
138 莊吉發，〈輕徭薄賦－財政與稅務〉，收入於劉石吉主編，《中國文化新論‧經濟篇－民

生的開拓》，頁 545-547。  



- 130 -  黃宗羲（1610-1695）經濟思想之探究 

況139，因此馬端臨認為授田不再，以畝定稅，相對減輕無田之人的經濟壓力，

較為符合公平正義的精神。而一條鞭法讓有田者承擔所有的賦役，亦是為了

避免「產去糧存，猶輸丁賦」的現象發生140，清代的地丁合一，也是繼承相

同的路線。 

    為了使賦稅合理化，消弭土地兼併、貧富不均的社會問題，從明代的一

條鞭法到清代的丁隨地起，實為勢之所趨，地丁合一，自有其重要的意義，

不是單單討好平民或加重百姓負擔141，縱然明清之際的知識分子對於一條鞭

有諸多批評，也無法改變歷史潮流的方向，因此任源祥認為： 

兩稅之行也，天下有不得不兩稅之勢，楊炎不過因其勢而行之，議者

或咎其輕於變古，卒未有更兩稅而善其法者。條編之行也，天下有不

得不條鞭之勢，張江陵（張居正）不過因其勢而行之。議者或病其奉

行之不謹，名實之不孚，卒未有舍條鞭而善其法者142。 

    雖然條鞭造成貪污、加派的機會，但是恢復差役未必就能遏止同樣的問

題發生，地方官吏若欲違法亂紀，透過差徭亦能欺壓百姓。再者，徭役不公

與民眾不樂服役，是催生一條鞭法的重要因素，主張恢復差役者，卻不提如

何解決徭役不公的問題。黃宗羲以為選取有丁有力者來服差役，便能避免負

擔不均的問題，然而黃冊撰造的弊端倘若不能避免，徭役不公的現象，還是

可能發生。黃宗羲一直用雙重標準去檢視他所期望與反對的制度，他觀察民

不聊生的現象，部分來自於田賦的沉重壓力，所以主張恢復差役，但是百姓

是否願意服役，黃宗羲卻又略而不談。他似乎認為對於百姓有益的事情，就

不必考慮民間的反應，這不僅流於一廂情願，而且將一條鞭法推行的善意，

一概抹殺，其實也失之偏頗，這實是反對條鞭者的通病。 

    對黃宗羲來說，田賦所徵，理當是田土所出，保家衛國與地方興築之事，

則應由人民通力合作。基於這樣的立場，他反對田賦折色，並且主張推行兵

役與差役，反對由白銀去衡量或取代原有的人力與物力。然而，同樣反對賦

役合併於田賦當中，有些人的理由則是認為一條鞭法有病農利商之嫌，賦役

合併於田賦，「惟農家獨苦，而富商大賈乃得脫然無與焉」143，認為這樣的

                                                 
139 葉世昌主編，《中國古代經濟管理思想》，頁 215，217。  
140 張廷玉等撰，〈食貨‧二〉，《明史》卷 78：志 54，收入於楊家駱主編，《新校本明史并

附編六種》第四冊，頁 1903。  
141 莊吉發，〈輕徭薄賦－財政與稅務〉，收入於劉石吉主編，《中國文化新論‧經濟篇－民

生的開拓》，頁 547。  
142 任源祥，〈問條鞭徵收之法〉，收入於賀長齡、魏源等編，〈戶政四‧賦役一〉，《清經世

文編》上：卷 29，頁 717。  
143 葛守禮，〈與姜蒙泉中丞論田賦〉，《葛端肅集》卷 1，收入於陳子龍、徐孚遠、宋徵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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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並不公平，過去逐末者亦須承擔差徭，而今一切轉由農民承擔，有失公

允。王夫之強烈反對以田定役，他認為人人都應當負擔徭役，沒有道理只徵

農，倘若「計田之肥瘠以為輕重，則有田不如無田，而良田不如瘠土也」，對

王夫之而言，這樣做根本就是「勸民以棄恆產，而利其萊蕪也」，而且「率土

之濱，莫非王臣」，「有民不役，而役以田，則等於無民」，因此王夫之主張「夫

家之征，無職事者不得而逸焉。馬牛車器，一取之商賈。役，則非士及在官

者無不役也」144，如果能使「雜派分責之商稅，則田畝之科徵可減，而國用

自處於優，國民兩賴之善術也」145。 

    以丁定稅，難以考量貧富的差異，容易造成不公的現象，因此在賦稅改

革的過程中，傾向於以資產定稅，而傳統觀念認為「有土斯有財」，於是田土

便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來源。然而，明代的商品經濟大幅成長，無田的

富商大賈所在多有，其生活水準比一般農民還優渥許多，讓他們免除徭役科

派的負擔，亦是不公，明季的知識分子對此感到不平，認為各行各業都應承

擔差徭，而非由農民概括承受。 

    對於明末的士人而言，大多數人認為一條鞭法造成了農工商失衡的狀

況，免除力役雖然可以讓百姓擁有更多的時間耕作和營生，但不該將力役併

入田賦當中，讓農民負擔全部的差役。可是，要如何衡量各行各業的貧富狀

況，使得徭役的分配能夠公平，避免之前差役不均、產去役存所衍生的弊病，

對於明清的知識分子而言，其實也是相當難以回答的問題，畢竟人有來去，

而田無易改，所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度，也只能仿效一條鞭法的路線，依照

田畝或地糧多寡來攤派丁銀，而非讓無田之人來承擔146。 

    黃宗羲沒有想過一條鞭法是否造成農工商失衡的問題，他關注的是以土

地為生的群眾，能否過著安和樂利的生活。當折銀僱役使得田賦加重，妨礙

民生，他所想到的解決辦法就是恢復以往的制度，以授田為基礎，「無事則耕，

有事則戰，所謂力役之徵者，不用之於興築，即用之於攻守」，這是黃宗羲所

期望的社會型態。人民無須受制於貨幣的有無，一切取決於人民所自出，不

必擔憂生計的來源，不必計較賦稅的高低，以農為本的前提下，又何須考量

農工商失衡的問題？但是相對而言，當其他人注意到了經濟環境的變化，引

發新的賦稅不公，希望能夠重新調節各個階層的負擔時，黃宗羲對於這個環

                                                                                                                                               
等編，《皇明經世文編》第十七冊：卷 278，頁 651。  
144 王夫之，〈五代下‧五〉，《讀通鑑論》下冊：卷 30，頁 1072-1073。  
145 王夫之，《噩夢》，收入於《船山全書》第十二冊，頁 589。  
146 莊吉發，〈輕徭薄賦－財政與稅務〉，收入於劉石吉主編，《中國文化新論‧經濟篇－民

生的開拓》，頁 54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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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的問題，卻沒有任何的反應，純粹訴諸傳統的模式去解決眼前的問題，但

是他沒有想到，傳統無法應付任何新的變化，想以傳統的模式來解決一切問

題，無異要抹殺後來的發展，亦未必符合全民的利益與需求，這是黃宗羲思

考上的偏執與盲點，也許亦是他面對動盪不安的時代，所呈現的一種批判模

式，但不論如何，黃宗羲想用一己之見作為後世治法，的確是妄言了。 

 

 

 

 

 

 

 


